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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让刑庭法官苦恼的情况，比

如并不是所有证人都肯大方站出来作证，

“最大的担忧可能还是怕遭报复”。

温州中院曾公开审理过一起非法制造

枪支案。公诉机关的指控有一个情节：被

告人林某经常通过快递包裹邮寄枪支。但

林某否认，他说被抓获时准备邮寄的包裹

是受他人委托，自己并不知情。

案件中有个关键证人——快递员叶

某，她在案发前多次接收林某包裹。然而，

在收到法庭出庭通知书后，叶某胆怯了。

温州中院把叶某和她丈夫都请到了法院，

实地查看隐蔽作证室，从而彻底打消了他

们的顾虑。

隐蔽作证室与审判法庭一墙之隔。叶

某可以通过作证室的电脑看到法庭上的公

诉人、被告人、辩护人，而法庭里的人也可

以通过电脑看到她，只不过，画面是打了马

赛克的。同时，话筒也具有变声功能，叶某

说话的时候，声音已经经过技术处理，尖细

的女声变成了粗犷的男声。

庭审当天，叶某在隐蔽作证室与林某

进行了“隔空对质”。温州中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林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

徒刑6年。判决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

目前，温州包括中院在内的10家法院

安装了隐蔽作证设备。2015以来，温州全

市法院共有16名证人通过隐蔽作证设备

出庭作证，有效减轻了证人直接面对被告

人、法庭以及旁听人员的心理压力。从

2015年至今，温州两级法院实际有639起

案件 1013 人出庭作证，实际到庭率为

64.85%。

庭前会议有很大功劳

“在以往的案件审理中，有相当一部分

案件没有召开庭前会议，如果庭审中出现

提交新证据、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新的

证人出庭作证等情况，就会频繁地休庭，不

仅会使庭审效率降低，也不利于查明案件

事实。”台州中院院长王中毅介绍说。

为此，台州从中院层面出台了《刑事诉

讼庭前会议操作规范》，细化了排除非法证

据申请的庭前审查程序，将庭前会议中控

辩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在庭审中简化出示，

从而提高庭审效率。

肖艺苑是椒江法院刑庭的一名法官助

理。她参与审理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在庭前会议中，涉案的所有18名借钱

给被告人的被害人全部参加。“被害人在

会上当场确认借款数额等，保证了他们在

庭审中无法发表的意见得以发表。他们该

说的话，主审法官都由他们说完。从一开

始的吵闹，到庭审中的冷静，再到判后的平

静，庭前会议有很大功劳。”肖艺苑说。

乐清法院在审理滕某涉嫌故意伤害案

期间，辩护人曾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认

为案件事实还不清楚。随后，乐清法院在

乐清市看守所召开了庭前会议。侦查人员

在会上进行了相关解释，公诉机关也提交

了审查报告，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最

终，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达成一致意见，

辩护人不再申请启动排非程序。

今年1至7月，温州两级法院共在79

件案情重大或证据存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召开庭前会议。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纠正冤错案

件的经验总结，也是实现庭审实质化改革

目标重要一环。

湖州吴兴法院审理被告人许某涉嫌诈

骗一案，辩护人质疑提讯证上的提审人员

与笔录记载不一致、被告人笔录存在多处

空行以及在安徽合肥进行的搜查，搜查笔

录、扣押清单的见证人为湖州本地人等多

项证据存在瑕疵。

法庭通知了3名侦查人员出庭，侦查

人员进行了一一说明：提审人员的不一致

系笔误，讯问地点实为湖州市看守所，笔录

出现大段空行系系统自动生成，均因侦查

人员疏忽，未予及时修正导致；搜查时被告

人均在现场，且被告人许某在搜查笔录、扣

押清单上予以签字确认，由于异地执法，情

况紧急，未能在当地找到见证人，由驾驶员

作为见证人签字。

“当天，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50

余名民警旁听了庭审，不仅充分保障了被

告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对强化侦查人员依

法取证的意识、提升办案质量也是大有裨

益的。”吴兴法院刑庭庭长黄婷玉说。

湖州法院已对2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

的案件，组织控辩双方充分举证，充分保障

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不论责任如何划分，游客的违规行

为还是会给景区工作造成影响，从景区

经营者的角度出发，怎样可以减少游客

违规事件的发生，并维护自身权益呢？

“游客因为违规而遭受损害，不能动

辄要求景区承担赔偿责任。”熊丙万表

示，若景区时时派人巡查防止游客违规，

其经营成本将会大幅增加，并通过票价

的方式分散转嫁给每一位入园观光者。

后果就是，景区为防止个别游客的违规

行为，让大量依规旅游者为违规旅游者

的危险举动买单。“这不公平。景区对违

规游客进行救助，可在事后要求这类游

客承担相应的费用。”熊丙万补充说。

邱宝昌则认为，罚款是行政部门的

权力，景区立“违者罚款”之类的警示牌

也是无效的，但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明确

约定游客承担违约责任。

据了解，国家旅游局曾将部分在飞

机上闹事和在国外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

列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档案”，并对

这些游客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为此，

有网友提出，推出类似的征信“黑名单”

制度对不遵守规定的游客作出限制。

对此，邱宝昌和熊丙万均表示，“黑

名单”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制裁措施，应该

由公权机关制定，不宜由园方私下设置。

“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慎用‘黑名单’。

如果相关部门为了游客的安全和公共道

德与经济利益设立了‘失信’或‘黑名单’

制并予以公示，也是需要附条件的。不

听劝阻、拒不悔改、造成损害，需要同时

具备这三个要件。”郑俊果补充道。

游客违规导致的意外事件时有发生，专家表示——

安全协议不是景区的“免责金牌”
《检察日报》

8月18日，一名游客在北京八达

岭野生动物世界自驾游时，私自打开

车窗向黑熊喂食，不料黑熊扒下了车

窗，并将其左臂咬伤。就在出事前几

天，山东日照灯塔风景区内，数名游

客因不听工作人员劝阻，执意站到海

边礁石上拍照留念，不慎被海浪卷入

水中，导致两名游客死亡。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北京八达

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发生后，

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发生了6起游客

违规导致的意外事件。虽然网络舆

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游客应该接

受教训，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买单”，

但站在法律角度，游客是否应该承担

全部责任？景区尽到了提醒义务，是

否能凭此免责呢？记者就此采访了

专家。

高危区域仅有警示还不够

“游客和旅游景区之间其实是一种

消费关系。”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

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表示，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侵权责任

法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

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

损害的权利，如果景区管理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旅游景区管理者如何才算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要从三方面来具体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熊丙万指出，旅游景区的管理

者一方面要保证场所的基本安全措施，

另一方面要对危险区域或者活动进行充

分提示或警示，此外景区还需有对紧急

情况的处置预案措施。

邱宝昌表示，如果旅游景区内的项

目有一定风险，要根据项目的危险程度

作更细致的划分，并以此来判定管理者

需要尽到何种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他看来，景区经营者应该预见到

游客有可能违规并导致严重危害发生。

他认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说明经营

者的服务还存在

缺陷，一个是警示

缺陷，一个是设计制

造缺陷，完善的设计应该

尽可能避免危险。”

人身伤害免责约定无效
记者梳理近年来相关报道发现，各

种游客违规导致意外的事件大体可分为

三种情况：景区未对游客进行提醒、景区

未发现游客遭遇危险、景区发现危险后

却来不及救助。在这三种情况下，景区

是否都需要承担责任？

“前两种情况，景区都系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需要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中国

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郑俊果表

示，而第三种情况，则需要具体分析是游客

还是景区的原因导致未能及时救助，责任

的主次分配不同会影响责任的划分。

“此外，动物园应尽的义务与一般意

义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有所区别。”熊丙

万介绍说，侵权责任法第81条对动物园

发生意外事故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动物

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

责的，不承担责任。

据了解，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游客

在自驾入园前会被要求签署《自驾车入

园游览协议书》，告知游客进入猛兽区必

须锁好车门窗、禁止投食、严禁下车等禁

止性规定，并明确划分园区、游客双方的

责任义务。

游客因自身违规而发生意外，景区

能否根据协议内容免责呢？“关于人身伤

害免责的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邱宝昌

认为，除非游客有自杀的故意行为，景区

才不承担法律责任。

郑俊果对此也表示赞同，她认为此

类协议书在性质上应属于格式合同，在

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前提下，可以起到

合同法的约定规范作用。但如果游客遇

险，则此类协议书上明显损害游客合法

权益的免责条款属于无效条款。

可通过合同让游客承担违约责任


